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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赋学通变论

倪晓明

（大连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１１６６２２）

摘　要：从赋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明末清初是中国古典赋学的转型期。“通”中有 “变”是明末清初赋学的
主题。“通”表现为对汉赋经典化态势的延续，对汉魏六朝赋学理论话语的阐发；“变”体现在赋注的衰减、

赋评的勃兴。汉赋是中国赋学的开端与高潮，对汉赋作品的汇编是汉赋经典化进程的重要内容，而对六朝
赋学批评话语的阐释构成了明末清初赋论的主体框架。汉唐尚注疏，宋明重议论，明末清初赋注的衰减是
学术大势演进的结果，万历以降兴起的 《文选》评点丰富了赋学话语的理论维度，而从注到评的转捩反映出
赋学发展方向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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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辞赋理论是中国赋论史、赋学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大致以１７世纪为时间背景，涉及到明亡清

兴百余年的时间段，是近古赋论、赋学的典型反映。本文围绕明末清初赋学的汉赋接受、话语生成、赋注

衰减、赋评勃兴等问题展开，并试图对明末清初赋学在中国赋学史上的价值与地位略为估定。

一、延续汉赋经典化态势

汉赋是中国赋学的开端与高潮。一部赋学发展史，很大程度上就是汉赋发展与接受的历史。所谓 “辨

章学术，考镜源流”，重在强调学术问题之于学术史的关联性与系统性。与前代相似，明末清初的赋学，仍

旧是以汉赋为准绳。无论创作层面的模拟，主题方面的延续，理论层面的继承，始终围绕 “汉赋”展开，而

汉赋经典化的确立方式虽众多，基础文本文献的整理汇编，却堪称广厦之基。

明末清初以来诞生的大量汉赋选本，对于延续汉赋经典化态势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周履靖 《赋海补

遗》，李鸿 《赋苑》，施重光 《赋珍》，俞王言 《辞赋标义》，袁宏道编，王三余补 《精镌古今丽赋》，陈山毓

《赋略》，清初赵维烈 《历代赋钞》，王修玉 《历朝赋楷》，陆葇 《历朝赋格》，陈元龙 《历代赋汇》等专门性赋

学总集均对汉赋有较多著录。

周履靖 《赋海补遗》共收录明前辞赋２６９篇，从部类设置情况来看，全书共分天文部，时令部，节序

部，地理部，宫室部，人品部，身体部，人事部，文史部，珍宝部，冠裳部，器皿部，技艺部，音乐部，树木

部，花卉部，果实部，芝草部，饮馔部，飞禽部，走兽部，鳞介部，昆虫部共２３部。这种类目设置体例显然

受到了类书的影响，凸显出周氏追求 “大”“全”的宗旨，从其辑录汉赋篇目来看：

天文：公孙乘 《月赋》、赵壹 《迅风赋》

地理：张衡 《归田赋》

宫室：崔骃 《大将军临洛观赋》、王粲 《登楼赋》、枚乘 《梁王兔园赋》

人品：蔡邕 《讥青衣赋》

人事：司马相如 （应为司马迁）《悲士不遇赋》、苏顺 《叹怀赋》、曹大家 《东征赋》、崔骃 《大将军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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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蔡邕 《检逸赋》、蔡邕 《协初赋》

珍宝：徐幹 《砗磲碗赋》

器皿：刘安 《屏风赋》、邹阳 《几赋》、杜笃 《书赋》、班固 《竹扇赋》、刘歆 《灯赋》、曹大家 《针缕赋》

音乐：蔡邕 《弹琴赋》

树木：蔡邕 《故栗赋》、繁钦 《桑赋》

果实：王逸 《荔枝赋》

飞禽：路乔如 《鹤赋》、王粲 《白鹤赋》、赵壹 《穷鸟赋》、王粲 《鹖赋》、曹大家 《大雀赋》、孔臧 《鸮

赋》

走兽：公孙诡 《文鹿赋》

昆虫：曹大家 《蝉赋》、孔臧 《蓼虫赋》

从篇目去取来讲，《赋海补遗》遵循 “略耳目之所逮，搜僻隐之奇文”的原则，在选赋时 “避熟就生”，

确定了搜罗遗佚的选赋标准，以凸显其 “补遗”之大旨，像王延寿的 《鲁灵光殿赋》，谢惠连的 《雪赋》，谢

朓的 《月赋》，木华的 《海赋》，郭璞的 《江赋》，孙绰的 《游天台山赋》，王延寿的 《鲁灵光殿赋》，张衡的

《思玄赋》等 《文选》收录的名篇一概不收。至于其原因，《赋海补遗序》云：“言玄象，不必 《梁园》、《雪》、

《月》之奇；咏坤舆，非藉 《江》、《海》、《天台》之笔。至于侈宫室之壮丽，则追踪 《鲁殿》、《铜台》；指人

事之繁多，则媲迹 《思玄》、《感士》。”①故 《赋海补遗》不收 《文选》已收作品，仅收遗佚在外的佳作。另一

方面，诸如京都、郊祀、田猎、纪行、游览、江海等 《文选》确立的类目，《赋海补遗》一律不设，而是参照

类书增加了诸如草、木、鸟、兽，饮食、器用等题材的篇幅，均凸显其 “赋海补遗”的性质。

实际上，自汉赋作品诞生以来，相关的辑录整理工作便已经开展。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受诏校书，

便对包括辞赋在内的大量文献进行校理工作。《汉书·艺文志》载，刘向在校书时 “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

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②，又将战国秦汉的诗赋作品划分为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孙卿赋之属、杂赋

和歌诗五种类型。六朝时期汉赋整理实现了从作品汇编向别集、总集纂录的文化转向。《隋书·经籍志》收

录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等 “汉赋四大家”在内的汉代作家别集４７种，然魏晋南北朝的赋总集，如谢

灵运、刘义宗、刘彧等人辑同名 《赋集》，萧衍辑 《历代赋》，傅玄辑 《七林》，谢灵运辑 《七集》，佚名辑 《皇

德瑞应赋颂》等尽皆亡佚，现存完整的总集仍推 《文选》。然不管文献价值，还是创作范式，汉赋作品的汇

编均使得汉赋在后世得以持续经典化、范式化。毕竟，若无总集收录，“经典化”之路便随之中断，而明末

清初辞赋总集对汉赋作品的大量著录，实则是对既有态势的延续。

专门性赋集之外，明末还诞生了张燮 《七十二家集》，张溥 《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等文学总集。张溥

之书收录汉代２０位作家的别集，对汉赋作品保存较为完备，与 《七十二家集》一道标识了六朝文学在明末

纂集的兴盛。尤足称道的是，二书为每集所撰题辞及小序，辞约义丰，视野宏通，如张溥为司马相如集所

撰序文云：“《子虚》《上林》非徒极博，实发于天材，扬子云锐精揣炼，仅能合辙，犹 《汉书》于 《史记》也。

《美人赋》风诗之尤，上掩宋玉，盖长卿风流放诞，深于论色，即其所自叙传。琴心善感，好女夜亡，史迁形

状，安能及此？他人之赋，赋才也，长卿，赋心也，得之于内，不可以传，彼曾与盛长通言之，歌合组，赋

列锦，均未喻耳。”③类似评价具有较高赋论价值，从理论层面强化了汉赋的经典化进程。

赋集编纂首先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它将汉代赋家的重要赋学文献留存后世。此外，赋集除保存汉赋

文献、提供创作范式的功能之外，还具备去芜存菁、删汰繁滓的甄别功能，《隋志·总集类序》所谓 “采擿

孔翠，芟剪繁芜”④，这是强调总集选录篇章时严分去取，因之具有重要的指导性与示范性。归根结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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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赋学的发展离不开对汉赋的继承，汉赋经典化是中国赋学史上一以贯之的主题。在某种程度上，后世赋

学的发展，首先立足于对汉赋的模拟，嗣后在时代思潮、意识形态、文化转向、历史态势多重因素的交融

下，实现了自身独特的文化转型。赋集的编纂，使得后世赋家在创作过程中可以觅得极佳创作范本，既能

从赋体体势层面加以仿效摹写，又能从赋家之心层面获得熏陶激励。拟之以为式，循之以渐进，这种范式

意义值得重视。

二、继承先唐赋学批评话语

自汉至清，不仅有卷帙浩繁的辞赋作品问世，更生成了数量可观的赋学批评话语，它们构成了中国赋
论史的主体。然而，赋学概念、范畴、样式固然丰富，但六朝以后赋学话语的创新性却逐渐递减，呈现出赋

学话语更新的乏力，以至于唐以后的赋论史更多是对汉魏六朝赋论话语的延续与阐释。

明末清初的赋学批评，延续了唐以来的 “阐释性模式”，对汉魏六朝时期诞生的 “不歌而诵”，“赋者，

古诗之流”，“劝百讽一”，“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赋迹、赋心”，“诗赋欲丽”，“赋体物而浏亮”，“铺

采摛文，体物写志”，“稽之地图，验之方志”等赋学话语进行多方位、广角度的解读。以 “赋者，古诗之流”

为例。作为赋论史上的经典话语，“赋者，古诗之流”在后世不断流衍、接受，逐渐成为中国古典赋学领域

的一种 “共识”。挚虞 《文章流别论》、白居易 《赋赋》、祝尧 《古赋辨体》、陈绎曾 《文筌·赋谱》、吴讷
《文章辨体》等，均援引了 “赋者，古诗之流”的观念。明末清初，陈际泰 《刘西佩放生赋序》、冯班 《钝吟

杂录·读古浅说》、钱澄之 《停云轩赋序》、赵维烈 《历代赋钞序》、王修玉 《历朝赋楷序》、毛奇龄 《丁茜

园赋集序》《田子相诗赋合集序》、叶方蔼 《御试南苑赋有序》等均对 “赋者，古诗之流”有所阐发。叶方蔼
《御试南苑赋有序》云：“昔人有言：赋者，古诗之流。所以称颂君德，宣扬国体，托讽谕，抒忠爱，匪徒以

靡丽之词竞工拙而已。我皇上缵承鸿绪，侯尉一家，车书万里，比隆唐虞，超轶殷夏，夐哉尚矣！”①叶氏旗

帜鲜明地将 “赋者，古诗之流”与 “称颂君德，宣扬国体”相交融，是康熙朝赋体颂德的鲜明例证。在古典

政治体系模式下，通过 “赋源于诗”的逻辑限定，使赋具备了与诗相近的实用功能，长期充当官吏选拔标准

中的重要科目。这与古典政治体制中文士群体的社会地位相匹配，与帝王对文士、文章的政治期待相协

调，是庞大体系运作机制的一个环节。论者在班固基础上对此予以阐释，尽管区分为体制、源流、功用几

个范畴，但总体未出经学话语的框架。

然从文体学角度而言，“赋者，古诗之流”说并不符合文体发展的实际情形，赋与诗在文体规模，文体

形态，文体属性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而 “古诗之流”说在本质上是经学语境的产物，其旨在强调 “诗—赋”学

术谱系的合法性，却忽略了 “诗—赋”文体谱系的合理性。② 另一方面，论者又通过 “赋源于诗”的文体溯

源，将诗的 “情性”内核赋予辞赋，从而顺理成章地以 “主情说”论赋。然就辞赋文本来看，“主于情性”的

观念也与赋体文本相违背，尤其是铺陈名物为主的散体大赋。如 《上林赋》铺写果木云：“卢橘夏孰，黄甘

橙楱，枇杷橪柿，楟柰厚朴，梬枣杨梅，樱桃蒲陶，隐夫郁棣，榙遝荔枝，罗乎后宫，列乎北园。”③这段铺陈

以联边字为主，“总众类而不厌其繁，会群采而不流于靡”④，但联边字与名物的交错使得赋家性情淹没不

显，并未反映出 “主于情性”的文体特征，这与诗歌的摇荡性情，动人心魄的文体风格南辕北辙。

汉晋之后的骋辞大赋延续并发展了铺陈模式，使得赋与类书，赋与方志的关系渐趋密切，由此产生了

《事类赋》这种介乎类书与辞赋之间的文本类型，以至于袁枚 《随园诗话》云：“古无类书，无志书，又无字

汇，故 《三都》《两京》赋，言木则若干，言鸟则若干，必待搜辑群书，广采风土，然后成文。果能才藻富

４４１

①

②

③

④

马积高：《历代辞赋总汇》第１０册，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８８６１页。

易闻晓：《赋论建构与赋体自立》，《光明日报》２０２３年６月２６日第１３版。

［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４年，第９册，第３０２８页。

孙福轩、韩泉欣：《历代赋论汇编》，第５１１页。



艳，便倾动一时。洛阳所以纸贵者，直是家置一本，当类书、郡志读耳。”①袁氏将大赋与类书、志书、字汇

相提并论，后三种文献类型何尝与情性有关？但是，赋 “主情性”的观念却在中国赋学领域一直绵延不绝，

直至晚近章太炎明确提出 “赋离于性情”的论断，才使得这一 “共识”渐被质疑。②

与 “赋者，古诗之流”相似，其他汉魏六朝的赋学批评话语在后世被反复阐释、解读，是中国赋学史上

的重要文论遗产，而实用理性、政教观念的强制介入是一个重要原因。《汉书·艺文志》标举赋的交接邻国

之功用，《两都赋序》云 “润色鸿业”，《文心雕龙》论 “体国经野”，均致力于表彰辞赋在褒赞圣朝层面的功

用。清初孙濩孙 《华国编赋选序》云：“文章皆可华国，而赋为尤最。盖赋主乎颂，颂者，游扬德业，褒赞成

功，可以谐金石，被管弦，特变其依永和声之律而为摛文铺藻之词。……梁 《昭明文选》首赋、次骚、次诗，

而后及于赞、颂、箴、铭、诏、告、教、令之属，岂非以赋所以鼓吹休明、润色鸿业而为学士大夫，华国之文

所必先者欤？顾其质文递变，源派各殊，自荀、宋托体讽谕，而汉代武、宣之世，公卿大夫以及言语侍从诸

臣竞作赋以为献纳，寓昌言正论于缠绵悱恻之中，运灏气真神于藻绘雕镂之内，陆离光怪，浑古渊穆，班固

所谓‘大汉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者’是矣。”③孙濩孙认为各体文章皆能起到 “华国”的功效，赋更为诸体中

最具 “华国”功能之文体形态，其列举论述 《文选》文体排序、魏晋赋颂为例予以论证。功用之外，唐代以

来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领域掀起的一次次的 “复古”风潮，尤其是明代的 “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论调将汉

魏六朝辞赋持续经典化的同时，也强化了汉魏六朝赋论的典范性质，而对汉魏六朝赋学批评话语的阐释，

反映出明末清初赋学的传承性。

总体来看，尽管文化语境与历史语境的转换为赋学阐释赋予新的内涵，但明末清初的赋论总体未能超

越汉魏六朝时期的赋论框架，且更多学者是 “照着讲”，少数学者是 “接着讲”。“一部古体赋史，既是以汉

魏六朝 （包含骚体赋）为开端的，也是以此为收束的。对汉魏六朝辞赋作家、作品以及命题的拒斥迎合构

成古体赋学的全部内容”。④ 后世赋学的发展，既是对汉魏六朝辞赋文本的模拟与新变，也是对汉魏六朝辞

赋理论的会通与阐发。

三、赋注衰减

明末清初赋学领域的一大变化在于赋注的缩减。据踪凡 《中国赋学文献考》统计，汉代未有专门性赋

学总集，但有十五种赋注著作。班昭为班固 《幽通赋》所撰注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赋注类作品。此外，

延笃、服虔、应劭在内的十五位汉代学者曾为 《史记》《汉书》作注，由于 《史记》《汉书》中保存了大量的

汉赋作品，故赋注随书注得以流传。魏晋南北朝注书风气依旧兴盛，共产生了包括薛综、晁矫、傅巽 《二京

赋注》，司马彪、郭璞 《子虚上林赋注》，张载 《鲁灵光殿赋注》，綦毋邃、刘逵、卫权 《三都赋注》在内的３６
部赋注。唐代由于 《文选》学的发达，以六臣注为代表，延续了汉魏六朝 “注多于集”的发展态势。宋元以

降，总集编纂日兴，赋注递减，明末清初延续了这一趋势。

需要说明的是，“赋注衰减”是就总体趋势，尤其是就赋注与赋集的相对数量而言。与汉魏六朝时期

“注多集寡”相比，明末清初显然呈现出 “集多注寡”的局面。根据 《中国赋学文献考》统计，明代现存单篇

赋注６部，赋总集１９部；清代赋注１４部，赋总集１２２部。具体而言，明末仅有刘浴德注 《脉赋训解》，谢昌

撰 《雪心赋解注》，清初则孟浩注 《雪心赋正解》，江之淮注 《雪心赋正解》，冯李骅注 《扬雄蜀都赋读》，徐

树榖、徐炯集注 《庾开府哀江南赋注》，共６部单篇赋注。与赋集编纂之繁夥相比，赋注之明显寡少，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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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此时期 “集多于注”“集盛注衰”的特点。

明清以来，随着辞赋作品的与日俱增，科举试赋的兴盛，赋总集编纂蔚然成风不难理解。问题在于，

为何赋注会骤减？这固然与明清时期赋总集兼赋注的情形有关，“单独成书的赋注文献数量不超过１０种，

但赋总集、赋别集中亦有丰富的赋注材料”①。然就明末清初赋学而言，大多数赋总集或有评无注，或评、

注俱无。俞王言 《辞赋标义》是为数不多的既有批评，又有注释的总集。总体来看，此时期与汉唐相比，赋

注呈现出锐减的情形。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学风转向。汉唐重注疏，宋明好议论，是中国学术态势的一大转移。《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

叙》云汉代学术 “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又论宋明学术云：“洛、闽继起，

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具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主

持太过，势有所偏。才辨聪明，激而横决。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空谈臆断，

考证必疏。”②汉唐重传注义疏，诞生了毛亨的 《毛诗传》，孔安国 《尚书传》，郑玄的 《周礼注》《仪礼注》《礼

记注》以及孔颖达 《五经正义》，张守节 《史记正义》，颜师古 《汉书注》，陆德明 《经典释文》，李善 《文选

注》等经典注疏之作。宋明理学、心学大兴，经典注疏凤毛麟角，传世者仅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洪兴祖

《楚辞补注》数册而已，反倒是汇编目录、类书、丛书、大全类书籍之风甚盛。宋代的 《崇文总目》《中兴馆

阁书目》《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等目录书，宋代之 《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

华》《太平广记》四大类书，明代的 《永乐大典》《汉魏丛书》等丛书，《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

等 “大全”类书籍均反映出学术兴趣的转移。　
在这种学术背景之下，明末清初的赋学家更多从事于辞赋创作、辞赋评点、赋集编纂、赋论书写等偏

重于辞章、义理范畴的工作，相对轻视了赋学注疏与考据，故明末清初赋学发展呈现出 “重评轻注”“集盛

注衰”的总体态势。一言以蔽之，明末清初赋注的衰减，实际是整体学风转向的结果。

第二，旧注甚佳。经学是古典学术的中心。围绕经典文本的传、注、解、疏等训诂工作，始终是中国古

代学术发展史上的重头戏，甚至有 “经学即小学”的观念。在经本位的文化语境中，经学的注释模式亦延

伸到史、子、集三部之中。赋学注疏的产生与发展也不例外。作为现存第一部完整赋注，班昭为 《幽通赋》

所做之注便受到汉代注经风气的影响。举例而言，《幽通赋》云：“系高顼之玄胄兮，氏中叶之炳灵。”班昭

注云：“系，连；胄，绪也。高，高阳氏也。顼，帝颛顼也。言己与楚同祖，俱帝颛顼之子孙也。水北方黑

行，故称玄也。”③ 据此，班昭注文较为简洁明了，语言凝练。再如 《幽通赋》云：“巨滔天而泯夏兮，考遘愍

以行谣。”班昭注云：“滔，漫也。泯，灭也。夏，诸夏也。考，父也。言父遭乱，犹行歌谣，意欲救乱也。

《诗》云：‘我歌且谣。’”④ 这段引文显示出班昭注文体例为：先注字句、后疏通文意，末引证典籍。班昭
《幽通赋注》“注释体例十分科学，内容亦详尽明晰，显然受到汉代经书注释的影响，但又无烦琐之弊，以明

白晓畅为宗旨”⑤，其优点极为鲜明。

班昭以外，汉代尚有延笃、胡广、服虔、应劭、伏俨、刘德、郑氏、李斐、李奇、邓展、文颖等人为赋作

注，并依托 《史记》《汉书》《后汉书》的注解得以留存，而且 “《史记》三家注，《汉书》萧该音义、颜师古

注，《文选》李善注共征引东汉赋注５８４条”⑥，足以说明东汉赋注的价值。另一方面，伴随 《史记》三家注，

《汉书》颜师古注，《文选》李善注的日益经典化，东汉赋注因之成为后世取法的典范。反观现存明代赋注

如陈与郊 《文选章句》，张凤翼 《文选纂注》，闵齐华 《文选瀹注》，大都是对 《文选》李善注、五臣注所做的

删减工作，并未有太多个人创见。即便陈氏 《文选章句》有个人化改动，但也招致 《四库全书总目》“点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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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增附己说，不出明人积习，不如存其原本之愈也”①的批评。总的来说，明人对 《文选》的删注在价值

上远不及李善旧注。

中国学术源远流长，历代均诞生了大量的文献，然典范文献却变动不大，注疏之学亦如是。以经学为

例，世有 “礼是郑学”之说，郑玄的 “三礼注”自诞生之日起便为人称道，唐孔颖达编纂 《五经正义》用郑

玄注，清阮元样刻《十三经注疏》因仍不改，足见经典注疏的延续性与稳固性。赋注与之相类。明代学者虽

有几部赋注作品，但主要是对唐宋辞赋作注，如南逢吉对宋王十朋 《会稽三赋》所作之注，刘浴德对宋刘元

宾 《脉赋训解》所撰之注，谢昌为唐代卜应天 《雪心赋》所做的注，而对汉魏六朝之赋未曾涉及，嗣后清代

中晚期的赋注与之相类。这说明，元明以降的赋注家对汉唐注疏较为尊崇，其将东汉赋注、六朝赋注、《史

记》三家注、《汉书》颜师古注、《文选》李善注、五臣注视为典范，前人旧疏既已上佳，后世自无续貂之意。

四、赋评勃兴

中国文学的评点之学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易》之有系辞、说卦，《诗》之有 《毛传》《郑笺》，乃至

司马迁的‘太史公曰’，《楚辞章句》每篇前的小序等等，均可视为其滥觞”。② 宋代吕祖谦 《古文关键》，楼

昉 《崇古文诀》，真德秀 《文章正宗》，谢枋得 《文章轨范》等散文评点的诞生，标志着中国评点文学的真正

开端，元方回 《瀛奎律髓》是标志性评点著作，终至明代迎来巅峰，诞生了李贽、汤显祖、冯梦龙、孙鑛、

金圣叹等一众文学评点大家。孙琴安指出，明代中后期是评点之学全面繁荣和空前发展的重要时期，呈现

出 “评点队伍的空前壮大”“汇评和集评本的层见迭出”“评点合刻本的纷纷问世”“小说评点的空前崛起”③

四大特点。

与诗词、散文、小说评点的兴盛一道，明末清初的赋学评点亦迎来高峰。赋学评点主要集中于 《文选》

的评点。作为中国文学总集典范的 《文选》在明末清初迎来评点热潮，赵俊玲强调：“明万历年间，这是

《文选》评点的萌兴与发展阶段；明末清初，《文选》评点进入发展的高潮期；清中后叶，这是 《文选》评点

的持续发展与总结期。”④明末清初的 《文选》评点，共诞生了十二家 《文选》评本。郭正域 《选赋》，凌森美

《选赋》，闵于忱 《文选后集》，孙鑛 《孙月峰先生评文选》，邹思明 《文选尤》，钱陆灿 《文选》评本，洪若皋

《梁昭明文选越裁》，孙洙 《山晓阁重订昭明文选》，俞玚 《昭明文选》评本，方廷珪 《昭明文选集成》，何焯

《文选》评本。辞赋评点与辞赋文本密不可分，既是帮助读者理解文本的向导，其本身也具有极强的可读性

与文学价值。如司马相如 《上林赋》写水势云：“触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汹涌滂湃，滭弗滵汩，湢测泌

瀄，横流逆折，转腾潎洌，澎濞沆瀣，穹隆云挠，蜿灗胶戾，逾波趋浥，莅莅下濑，批壧冲壅，奔扬滞沛，临

坻注壑，瀺灂霣坠，湛湛隐隐，砰磅訇礚，潏潏淈淈，湁潗鼎沸，驰波跳沫，汩急漂疾，悠远长怀。寂寥无

声，肆乎永归”。⑤ 这段文字以联边字出之，典型反映出汉赋的 “体物连类”特征，若无小学根基，极难成

文。（孙本眉）云：“先波浥，次岩拥，次坻壑，又次波沫，挨序写来，然后归于无声，即盈科后进放海之意，

而‘踰’、‘趋’、‘批’、‘冲’、‘临’、‘注’、‘驰’、‘跳’等字面下得特精峭，真是画水妙手，可味可玩。”⑥（集

成夹）云：“以上合写众水，物之奇怪变幻莫甚于水，故此段就八川分流，或从隘口上见，或从下濑上见，字

字各有意义，或就形取意，或就声取意，或亦字义取意，与枚乘‘广陵观涛’一段，可谓异曲同工，而鼻祖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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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高唐》，后木玄虚、郭景纯 《江赋》、《海赋》多脱胎于此。”①明末清初赋评的勃兴是万历以降文学评点

兴盛的赋学呈现，赋集所含评点对于揭橥汉赋的创作手法，赋体肌理，文章脉络均有重要意义。

首先，明末清初赋学评点丰富了中国赋学话语的理论维度。明末清初赋学处在古典赋学新旧转型的重

要阶段，一方面继承了汉魏六朝赋学的文论概念，同时也产生了新的理论形态。在传统的赋序、辞赋专论、

赋尾评以外，又产生了辞赋评点这一新的理论形态。与其他赋评形态形成鲜明差异的是，辞赋评点具有

小、快、灵的特征。评点的形式可以是眉批、题下批、旁批、尾评、圈点等多种形态，文字长短不拘，以抒

发评点者的阅读感受为主。其与 《汉书·艺文志》为代表的史志目录、《两都赋序》为代表的赋序、《文心雕

龙·诠赋》《文赋》为代表的专论、《赋赋》为代表的论赋赋，以及清中后期以来诞生的赋话，一道构建起完

整的中国赋学理论版图。

其次，明末清初的赋学评点以 《文选》评点为中心，这固然与 《文选》的典范性有关，也反映了元明以

降对汉魏六朝古赋的推崇。清初之后，律赋勃兴。赋学评点的重心从 《文选》所收古赋转向唐律赋以及清

人所撰律赋。今存清人所编辞赋总集，大多对选录律赋加以评点。如清汤聘 《律赋衡裁》便对所选１２３篇

律赋加以圈点、旁批和尾评。评王棨 《凉风至赋》云：“晚唐律赋较前人更为巧密，王辅文、黄文江，一时之

瑜、亮也。文江戛戛独造，不肯一字犹人；辅文则锦心绣口，丰韵嫣然，更有渐进自然之妙。汤惠休云：

‘颜光禄如镂金错采，谢康乐如初日芙蓉。’借以品藻二人，确不可易。”②又评许敬宗 《麦秋赋应诏》云：“初

唐人俪语尚带沉郁古拙之气，高阳缪公独字字贴妥，恬雅近人，而心术之倾险如此，乃知千古小人，未有不

能作软语者，词章固不足以定人品也。”③清人律赋选集多有评点之文，以与注解相匹配，共同服务于阅读、

仿拟、应试之用。从古赋评点到律赋评点既反映出赋学宗尚的转向，也凸显出明末清初赋学评点之于中国

古典赋学的新变与发端意义。

当然，作为评点文学，注重抒发感兴，强调阅读引发的 “神思”，固然是其优点。同时也应当看到，评

点文学的通病在于 “只注意一篇一章，一字一句，从而就忽视了对某一文学体裁或文学现象整体上的把握

和观察，更缺少理论上的阐述，这就使评点文学这一批评形式缺少系统性、理论性和逻辑性”④。明末清初

的赋学评点，亦存在类似问题。例如张衡 《西京赋》写楼台高奇一段，（集成夹）云：“此段写建章宫阙而及

别风馆、神明台、井干楼之高，其通幅写高处，虽有三截，究只一意，不过取班作‘虹霓回带于棼楣’－句重

重复衍，心思手足，俱被缚住，再是动弹不得，神气亦大减。故曰文字写貌则死，写神则活。于此求之，则

手笔之高下，思力之巧拙，不难辨矣。”⑤与 《文心雕龙》等文论专书相比，确实存在体系性、系统性不足的

弊端，与 《文赋》《两都赋序》等专门性赋学论文比，又存在逻辑性、整体性不足的缺憾。从这个意义上讲，

赋学评点的直观性、直觉性值得推崇，但其体系性、逻辑性的不足之处已无需回护。然总体来看，明末清

初赋学评点，是明清评点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明末清初赋学新变的重要表现，也是中国特色文学批评

的话语表征。

结语

赋学发展既有 “名理相因，参古定法”的会通性，又有 “文律运周，日新其业”的适变性。汉赋经典化

是中国赋学史上一以贯之的主题，明末清初延续此前模拟、汇编、阐释汉赋的态势，实现 “汉赋经典化”全

方位建构。汉魏六朝时期确立的赋学批评话语，是中国赋学史的重要文化遗产，是后世 “照着讲”与 “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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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的话语资源。明末清初赋学批评缺乏原创性理论建树，未能脱出汉魏六朝确立的理论范域。赋注的衰

歇是学术大势转向的结果，明人致力于总集汇编、性理阐发、辞章评点，无形中忽略了赋注的雕琢。赋学

评点的勃兴，拓宽了赋学建构的理论维度，丰富了文学批评的理论话语，反映出明末清初赋论发展的新态

势。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明末清初赋学的 “通”体现为对既有赋学传统的延续，“变”则与特定

时期的学术思潮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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